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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综合应对
陆杰华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育龄妇

女总和生育率为 1.3，这不仅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

超低生育率的国家行列之中，而且也预示着未来生育水

平下行或将成为大势所趋。与此同时，最新人口基本情

况数据还表明，2021 年全国出生人口为 1062 万人，人

口净增长仅为 48 万，人口出生率为 7.52‰，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 0.34‰，出生人口再创新低，人口增长模式开

启了零增长时代。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

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总和生育率 30 年

来呈持续下降趋势，其中的原因既有外生性的生育政策

影响，同时还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内生性因素的驱动。

但近年来生育率下降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则与不同时期

育龄人群的婚育推迟密切相关，尤其是近年来各方数据

均显示，21 世纪青年群体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

龄都比以往呈现明显推迟的态势。据 2017 年生育状况

抽样调查数据，2006 年—2016 年间，我国女性平均初

婚年龄从 23.6 岁上升到 26.3 岁，十年间推迟了 2.7 岁 ；

与此同时，同期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则从 24.3 岁上升到

26.9 岁，十年间推迟 2.6 岁。为此，2022 年 1 月 20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指出 ：“当前，90 后、00 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

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

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毋庸置疑，“90 后”“00 后”既是当下婚育群体的中

坚力量，同时也是提振当下和未来生育水平的重要主体。

因此，有必要充分认识当下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主要表

现形式，深入剖析这一特殊群体婚育推迟的主客观原因

与潜在影响，对于今后我国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主要表现形式

经典的人口学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

镇化的稳步推进，与以往社会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观念为主要特征的传

统婚育文化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恋爱观、婚姻观和

生育观势必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最终将形成以晚婚晚

育、少生甚至不育为鲜明特征的现代社会婚育文化。从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

策的更加深入人心，中国的婚育文化也无一例外地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正成为当代婚育

【摘要】当下青年群体尤其是“90 后”“00 后”婚育推迟突出表现在初婚和
初育年龄延迟、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女性在婚人口比例下降等方面。婚育推
迟现象的出现，是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并且将对
生育率走向、女性在婚人口比例变动、生殖健康水平等产生潜在影响。为此，
破解“90 后”“00 后”婚育推迟现象需要从长计议、内外兼顾、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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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早期队列相比，推迟婚育年龄

不仅成为当下青年群体的基本共识，而且也成为多数青

年人的一种行为准则。综合而言，当代青年群体婚育推

迟的表现形式突出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是分性别初婚年龄呈现稳中有升的鲜明特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三十多年间我国的男女平均初

婚年龄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基于官方统计数据计算得

出，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由 1990 年的 23.57 岁上升

至 2010 年的 25.86 岁，20 年间累计上升 2.29 岁 ；女性

初婚年龄则由 1990 年时的 22.02 岁上升至 2010 年时的

23.89 岁，20 年间累计上升 1.87 岁，2016 年更是上升

到 26.9 岁。与此同时，三十多年间城镇居民平均初婚年

龄上升速度更快，如 2010 年城镇男性初婚年龄为 26.92

岁，比 20 年前上升了 2.56 岁。此外，一些大城市平均

初婚年龄上升更为明显，如 2021 年南京市不分性别的

初婚登记平均年龄为 27.9 岁，比 2020 年上升 0.3 岁。

更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中的女性初婚年龄的持续延

迟势必将导致大龄单身群体不断增加。

二是不同队列的女性初育年龄保持着持续延迟的态

势。根据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计算，“60

后”“70 后”“80 后”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分别为 23.46

岁、24.35 岁、24.49 岁，这也从一个侧面动态地反映出

不同时期队列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呈现出明显上升的

趋势。同一数据还显示，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国女性平

均初育年龄延迟现象更为明显。基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经测算显示，我国不分城乡的

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 27.2 岁，比 2016 年上升了 0.3 岁，

再次证明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生育旺盛

期育龄妇女将推迟初次生育作为她们的现实选择。 

三是随着时间推移，不同队列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测算，我国 15 岁—

49 岁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量仅为 1.86 个，大大

低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如 2018 年美国为 3.59 个和

2011 年英国为 2.37 个。此外，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

样调查数据也显示，“60 后”“70 后”“80 后”“90 后”

育龄妇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数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

其中越是处于年轻队列的平均理想子女数相对更少。例

如，“90 后”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 1.86 个，比“60 后”“70

后”“80 后”分别减少 0.22 个、0.15 个、0.10 个。

四是婚前同居比例大幅攀升，而女性在婚比例却明

显下降。一方面，有研究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我国青年群体的婚前同居比例一直在个位数下，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提前进入同居生活来体验婚姻的青年群体成

为“试婚族”的比例呈现大幅度增加的态势，婚前同居

的 比 例 从 1990 年 —1999 年 的 10% 上 升 至 2010 年 —

2014 年的 35% 左右。另一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20 岁—34 岁处于生育高峰期的育龄妇女在婚比例却呈

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我国 20 岁—34 岁女性在婚比例从 2006 年的

75% 下降到 2016 年的 67%，十年间下降了八个百分点。  

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多重原因

纵观全球，青年群体婚育推迟与各国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及其青年人的恋爱观、婚姻观和生育观转变密切

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婚育推迟毫无疑问是大势所趋，

一定程度上寓意着快速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同时更

折射出转型期青年群体的文化观念锐变。与其他国家相

比，当下中国“90 后”“00 后”婚育推迟主要原因既有

共同性，又有特殊性。

从 经 济 层 面 上 看， 婚 育 成 本 持 续 上 升 是 当 下“90

后”“00 后”婚育年龄推迟的显性原因。一方面，今天

的绝大多数青年人在步入社会的初期，就需要面临着成

家与个人发展，尤其是与职业发展的冲突，加上婚恋成

本的上升、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等主客观原因使很多青

年人对婚姻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即使步入婚姻“围城”

之后，年轻夫妇还要直面下一代生育、养育、教育等成

本上升的压力和挑战，导致他们中很多人不敢生。除此

之外，生育、养育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年轻夫妇就业

和职业晋升的机会成本。

从文化层面上看，婚育推迟折射出“90 后”“00 后”

婚育观的深层次变化。传统社会中，家庭是以婚姻和血

缘关系结成的最基本组织形式之一，由此形成了家庭高

于个人且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家庭利益的“家本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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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嬗变，以家庭为圆心的“家本位”

逐步让位于以个体自由发展为主体的“人本位”。今天的

“90 后”“00 后”的思想更独立、观念更多元，他们当中

的一些人未必将结婚和生育作为他们人生的必选项。这些

直接导致形成了当下晚婚少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意愿性、

选择性、内生性、稳定性、持续性和内卷性的低生育率现象。

从教育层面上看，受教育水平稳步提高客观上延迟

青年群体的婚育年龄。改革开放之后最直接的红利之一

是年轻人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早期青年队列通常是

在 18 岁之后就直接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他们的成家和生

育年龄势必比较早。据统计，“80 后”中受过高等教育

的比例为 16.7%，但是随着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时

代，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90

后”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高达 35.7%，而 18 岁就

进入社会工作的“90 后”人口比例降低至 64%，预计“00

后”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会更高。个体受教育周

期延长直接导致青年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90 后”“00 后”婚育

年龄推迟将带来不容忽视的中长期潜在影响 ：

其一，婚育年龄推迟直接和间接地拉低时期生育水

平。婚育年龄影响着低生育社会背景下总和生育率的稳

步提升，而初婚年龄推迟直接导致生育年龄推迟。以往

研究发现，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

育率下降 8% 左右。 此外，初育年龄的推迟由于生育间

隔期的影响还间接波及到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概率，并影

响到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子女数。

其二，初婚年龄推迟直接导致在婚比例的下降。如

前所述，青年群体初婚年龄的持续上升程度不同地导致

生育旺盛期育龄人群在婚人口比例的下降，不仅客观上

使已经很低的生育水平“雪上加霜”，导致生育水平下滑，

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女性终身不婚人口比例的持续增加。

其三，婚育年龄推迟还可能带来生殖健康的负面影

响。从医学上看，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是 25 岁—29 岁，

过度晚婚晚育不仅会增加胎儿畸形等出生缺陷问题，也

可能会引发女性生殖健康问题。因此，从宏观层面上看，

适龄结婚和生育不仅关系到育龄人群的身心健康，同时

也关系到人口素质的稳步提高。

破解“90 后”“00 后”婚育推迟现象需要从长计议、

内外兼顾、标本兼治

首先，降低婚恋生育成本，有效释放生育势能。调

查数据显示，“90 后”“00 后”这部分青年群体的平均

理想子女数仍然高于 1.8。因此，短期内要促进他们的生

育意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育行为、释放生育势能的最

有效措施是多措并举降低他们在恋爱、婚嫁、生育、养育、

教育等一系列方面的成本，最大限度缓解因为婚育成本

上升引发的婚育年龄推迟现象。   

其次，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实行家庭自主生育。全

面放开生育数量限制，让有意愿且有条件的青年群体自

主且负责任地生育子女，不仅是将生育还权于民，而且

有利于促进国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长期来看，

放开生育数量限制不仅有利于生育势能的最大限度释放，

更重要的是改变以往社会视少生就是一切的价值取向。

再次，构建生育友好环境，保持适度生育水平。构

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环境就是重构婚恋、育儿、住

房、就业、教育、税收、医疗保健等方面公共政策体系，

从根本上解决生育旺盛期育龄人群结婚前“想不想结婚”、

结婚后“想不想生”和“敢不敢生”的矛盾，使生育友

好环境的构建真正成为推动适度生育水平的稳定阀。

最后，重塑适龄婚育价值观，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重塑适龄结婚和生育对于个体及其家庭的深远意义。在

包容、尊重和理解“90 后”“00 后”婚育观的基础上，

注重从内生的婚育文化入手，通过引导和激励措施，让

青年群体重视和尊重婚育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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